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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行校本評核是香港新高中學制改革的重要一環。雖然數學科校本評核的時間表

至今還未落實，但已有不少本地研究結果顯示，數學科教師對校本評核的擬題及建議

評核模式甚感徬徨和憂慮，亦懷疑其成效及公平性。在推行數學校本評核方面，英國

和澳洲均有豐富經驗。香港建議的評估模式與英國曾使用的方式相近，而澳洲昆士蘭

州的校本評核則建基於校本課程的推行，甚具特色。本文將透過分析英國 GCSE 數學

科的學科作業和澳洲昆士蘭州校本評核的經驗得失，探討香港數學科校本評核未來的

發展方向，以期為有關當局構想的校本評核模式提供改進建議。 

關鍵詞：數學評核；數學教育；新高中；校本評核；香港教育改革 

按《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 對未來的投資》（教育統籌局，2004）所建議，

新高中所有學科均須加入校本評核。不過，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下稱

考評局）於 2007 年宣布押後推行數學科校本評核（考評局，2007）。這一政策可算是

政府對數學科教師擔憂的回應。在外國，數學科校本評核並不是新鮮事（Leder, 1992; 

Lesh & Lamon, 1992;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95; Nitko, 2001; 

Webb, 1992）。Gipps（1994）認為，引入校本評核可令評核由傳統的「測試」模式 

（testing model）轉變為多元化的教育評核（educational assessment）模式，實現評核

理念的範式轉移。傳統的總結性數學評核如公開試測試，評核範圍較狹窄，易帶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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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壓力，亦容易對教學造成負面影響。不少研究者指出，引進校本評核，採用進展性

評核，拓寬評核範圍，可以減低考試壓力，提升學習效能（Cumming & Maxwell, 2004; 

Fung, Broadfoot, & Cheung, 1998; Stillman, 2001）。縱使如此，香港數學科教師對實行

數學科校本評核有很大反響。教育評議會（2006）、香港教育學院（Lam & Chan, 2010）

和鄺偉良、黃志堅、張錦華（2010）分別諮詢及調查過教師對實行數學科校本評核的

意見，結果顯示教師多年來的回應相若，普遍認為政府對實施校本評核的支援不足，

並質疑校本評核的運作模式及機制，尤為關注校本評核的公平問題。 

面對以上種種問題，實施校本評核多年的英國和澳洲，或可為我們提供一些可資

借鑑的經驗。事實上，香港現行的校本評核帶有英國的影子，而英國學科作業的評核

模式又已實行了一段頗長時間，香港應可從中汲取經驗，再作檢討與省思。而澳洲 

昆士蘭州的校本評核不僅實施時間較長，且已成為其評核制度的重要一環，亦頗值得

參考。1 因此，本文嘗試分析英國和澳洲兩地的經驗，為香港實行數學科校本評核時 

考慮採用哪種模式及運作機制提供思路，以避免步入各種陷阱與危機。 

另一方面，就中國內地、台灣及香港三地來說，校本評核均處於認識或剛起步的

階段，因此筆者期望透過本文的分析與討論，為兩岸三地數學科校本評核的推行帶來

啓示！ 

香港推行新高中數學科校本評核的理據及教師的回響 

在新高中數學科推行校本評核的理據 

一直以來，香港數學課程的公開評核並沒有校本評核部分。在評估 2 方面，課程

發展議會（1999）為改革 1985 年的數學課程，在《中學課程綱要：數學科（中一至 

中五）》中提出「教師應透過不同模式的評估活動，收集學習成果顯證從而反映學生

在數學上的學習成果」（頁 47），並「讓不同能力的學生也有機會展示他們在各方面

的表現能力，包括高階思維能力」（頁 48）。評估活動可以進展性或總結性方式進行，

當中可包括對學生課堂表現的觀察，如課堂討論及口頭報告、專題設計，以及學生 

的堂課及家課、課堂測驗、數學學會及數學週等課外活動（課程發展議會，1999）。

其實多元性評估在 1995 年《目標為本課程學習評估指引》已有提出（目標為本課程 

學生成績評核機制評鑑協調委員會，1995），但縱使有關當局在課程指引中鼓勵學校

進行進展性評估，但這些校內評估並沒有約束性，學校和教師可自行決定是否落實、

如何進行。學生在校內評估中所得成績亦不會影響他們在公開考試中的等第。不過，

計劃於新高中課程實行的校本評核，其成績則會佔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的 15%， 

當中包括兩項評核課業：（1）數學探究或數學解難課業；（2）數據處理課業。學生

須在中五完成其中一項，在中六完成另一項，以評核他們在中五及中六不同時段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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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2007），即所謂的「以評估促進學習」（assessment for 

learning）（亦見 Biggs, 1994, 1995, 1996; Stimpson & Morris, 1998）。 

在數學科實行校本評核的原因之一，是提升評核的效度（考評局，2009，頁 2）。

以數據處理課業為例，分析數據需要很多時間，而且還要解釋所得結論，傳統紙筆 

形式的公開考試較難進行這些考核；當考核內容和時間不再局限於公開考試，便能在

不同時間考核學生的能力。同時，校本評核可以減輕一次性公開考試對學生的壓力，

並有助提升評核的信度（Maxwell, 2004）。香港的課程文件指出，「根據學生在較長

時段內的表現，並由認識學生的任教教師進行評核，可以提供較為可靠的學生評核」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2007，頁 100）。同時，校本評核也能讓教師從學生的 

評核課業中得知學生的弱點，即時對學生作出回饋，從而加強課程、教學與評估之間

的融合（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2007）。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校本評核的延伸課業可增進學生探究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能為學生日後的生活作準備（Clarke, 1987; Cockcroft, 1982, p. 71）。因此，英國和澳洲

昆士蘭州都渴望能透過實施學科作業或校本評核，改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運用數學及

解難的能力（Clarke, 1987; Cockcroft, 1982）。 

教師的回響 

以上種種支持實行校本評核的理據，能否應用於香港的新高中學制上，還得視乎

香港校本評核的具體運作模式。因為從英國和澳洲昆士蘭州的經驗來看，雖然他們本

着相同的理念實行校本評核，但因運作模式不同，實際成果落差甚大。澳洲昆士蘭州

的校本評核能從 20 世紀 70 年代實施至今（Maxwell, 2004），但英國於 1991 年推行的

數學科學科作業卻在 2007 年 9 月被撤銷，轉為以 100% 校外評核（external assessment）

方法來評核學生的數學能力（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QCA], 2006b）。

由此可見，香港有關當局必須小心推行校本評核，並詳細研究其運作模式。此外，教

師是校本評核的執行者，他們對校本評核的態度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校本評核的運作，

故他們對實行校本評核的意見不容忽視。本部分將詳細探討香港數學科教師對於實行

數學科校本評核的態度及憂慮。 

儘管香港教育局及考評局強調校本評核能夠「以評估促進學習」（課程發展議會、

考評局，2007），然而不少數學教師卻不甚認同在高中數學課程中引入校本評核 

（教育評議會，2006）。雖然教師普遍贊同要更「全面地評估學生」，但按教育評議

會於 2006 年就推行校本評核而作的調查結果所示，校本評核的公平性卻受到 67%  

數學教師質疑（教育評議會，2006）。參考其他學科如中文、英文及科學科在本港 

實行校本評核的經驗，公平性確實是教師最關注的一環，而且不同教師對何謂公平有

不同的理解（Yung, 2001）。另外，新近就「數理科教師在新高中課程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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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顯示，3 理科教師認為教學時間及學生能力是他們在處理校本評核的教學上最

棘手的問題。同時，大部分人認為有關當局就校本評核所提供的培訓不足（鄺偉良、

黃志堅、張錦華，2010，頁 65）。相信將來若要推行數學科校本評核，亦將無可避免

會遇到以上問題。而且由於數學科從未進行過校本評核，教師在擬題、批改及各種 

形式的預備和適應上，預計比起其他科目挑戰更大。這正是香港教育學院調查數學 

教師對實施校本評核看法所得的結果（Lam & Chan, 2010），4 以下讓我們來詳細討 

論。 

擬題方面的憂慮 

一、題目形式 

考評局及課程發展處不斷推出新的課業樣本，預期到 2013 年，將會有 60 個課業

樣本供教師參考，藉此鼓勵教師嘗試實行校本評核。由此可見，香港有關當局很渴望

能在數學科推行校本評核。從香港教育學院就新高中學制與大學課程銜接的研究資料

得知（Lam & Chan, 2010），數學教師對於設計校本評核題目感到非常焦慮，認為 

需要投放大量時間去適應和掌握，因為擬訂一般的數學難題與擬訂一項課業（task） 

不同，而數學教師並沒接受過這方面的訓練。他們一般認為局方所供參考的課業樣本

數量太少，而且學生亦能在互聯網上瀏覽得到題目範例，為公平起見，教師不能以此

為真正的考核題目，故此，他們大都要求當局提供專為教師而設的題目庫作支援，以

便他們利用當中題目考核學生。 

 

二、題目深淺 

設題深淺的拿捏亦是一大困難。有關當局指「實施校本評核將會照顧到學生不同

程度的能力」（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2007，頁 100），但就考評局出版的課業 

樣本所見，所謂照顧不同程度的學生，其實只是將題目分為若干個由淺至深的組成 

部分，然後以此劃一的題目考核不同程度的學生。事實上，這並不能照顧能力稍遜的

學生，因為那些學生一般都會在完成較為簡易的首一、二部分後止步，久而久之便 

形成習慣，遇到所有題目都會自然停卻在某個層次，因此並沒有達成鼓勵學生進行 

探究鍛練的目的。 

此外，考評局（2009）指，「同一學校的學生應接受相同的評核課業。若同一 

學校的學生接受不同的評核課業，則須小心考慮所選的評核課業性質相似、且所要求

的技巧複雜程度相近」（頁 5）。由此可見，校本評核所謂能照顧不同程度的學生，

其實只是就校際層面而言，對於校內學生的能力差異，實際上是無暇顧及的，但恰恰

是後者才是教師所面對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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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方面的憂慮 

研究資料顯示，教師普遍認為校本評核的標準很難掌握，擔心校本評核未能準確

反映學生的數學能力。他們指數學教師比較直接、嚴謹，對似是而非的狀態比較抗拒，

因此不僅要看學生計算的步驟，而且對錯很是分明的，不像語文教師以質素衡量學生

的能力。此外，新課程以等級描述（level descriptor）和水平參照模式來匯報學生的 

成績，對數學教師而言亦十分抽象。數學教師坦言最怕一些沒有框架的東西，如解難

方面的題目，因他們不能預計學生想到的所有奇怪答案，這為他們的評分帶來困難。

總體來說，他們認為需要時間慢慢調節和掌握新的評核模式，亦需要有心理準備。 

假如教育局能在評核方面為數學教師提供更多培訓，應能堅定他們對評核的信心， 

進而提升校本評核的信度。 

公平性的憂慮 

擬題和批改方面的模糊令教師對於數學科校本評核的公平性存有極大疑問。大部

分受訪數學教師都認為公平性對校本評核而言非常重要，但他們質疑有關當局是否能

確保教師與教師以及學校與學校之間，在擬題及批改上的尺度一致。 

教學課時不足的憂慮 

此外，雖然教育局強調「校本評核並非課程的外加部分，因此，……校本評核 

方式都是課程建議的課內課外的慣常活動」（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2007，頁 100），

但撇開教師及學生工作量的問題，教學時間對實行校本評核亦是一大制肘。若在平日

的教學加入校本評核元素，則必定會比一般的講授要求更多時間。有學校反映，要做

一個有關畢氏定理的專題研習，便至少需要八節課來進行分組、匯報搜集所得資料、

總結及測驗。特別對第三組別學校而言，在正常課節已不敷應用時，還要進行校本 

評核，實在是難上加難。此外，因新高中每一學科均須進行校本評核，各科的考核 

時間以至所考核的共通能力，都需要互相配合和協調，以避免不必要的重疊。 

對數學科校本評核效益的憂慮 

其實，就課程文件及考評局出版的課業樣本所見，原來號稱有別於傳統筆試的 

數學科校本評核，最終模式卻與傳統筆試相若。縱使有關當局指校本評核課業形式 

較多樣化，容許學生有不同方法表達答案，且數據處理課業亦能讓學生有較多時間進

行分析，但就考評局所設的課業樣本所見，題目不過是多樣化的筆試題目而已，所謂

「考核內容不再局限於公開考試」，實際上卻像是以校本評核來擴闊公開考試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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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無可否認，校本課業能考核學生不同範疇的能力，但這還沒有脫離紙筆作答的

模式。學生仍然需要在限時內，在固定考場獨立完成題目。事實上，教育評議會早於

2005 年已質疑在數學科推行校本評核的作用及效益（教育評議會，2005）。5 而據 

香港教育學院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Lam & Chan, 2010），教師認為在日常促進學習

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上，以每星期一次小測的形式來評核學生，已能了解

學生的學習進度，發揮以評估促進學習的作用。這些都是對校本評核有否必要及是否

有效提出的挑戰。 

其實，香港有很多評論都指出數學科與其他學科的本質區別，因此不宜一刀切地

於所有學科全面推行校本評核（〈教局勢全面推校本評核〉，2006；梁子傑，2007；

謝家穎，2008）。而另一個需要思考及回應的問題是，是否非透過校本評核，就不能

在數學科考核學生的語文技巧及表達能力呢（梁子傑，2007）？ 

面對以上困境及疑慮，我們相信外地推行校本評核的經驗能帶來一點啟示。 

外國如何處理校本評核的問題 

英格蘭 GCSE 學科作業 

自 1991 年起，英國已在數學科的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以下簡稱 GCSE）引進學科作業（coursework），以評核學生一

些難以在筆試中表現的技能。數學科學科作業的模式曾作過多番修訂，按 Assessment 

and Qualifications Alliance（AQA）於 2006 年出版的數學科課程指引，數學科學科作業

佔全科的 20%，學生需提交兩份均佔 10% 的功課：一份數據處理的課業（Handling Data 

Task）及一份運用及應用數學的課業（Using and Applying Mathematics Task）（AQA, 

2006）。6 研究資料顯示（QCA, 2005），實行學科作業令英國數學科教師增添了不少

憂慮（見表一）。其中，他們對於數學科校本評核的信度與效度的質疑，與香港教師

甚為相似。同時，他們亦與香港教師一樣，認為學科作業的評核標準難以掌握，需要

時間適應。除此之外，英國教師亦質疑數據處理課業的設計，及在高中實行數學科 

校本評核的成效。由於英國的調查是在數學科學科作業推行期間進行，故受訪的數學

教師和學生對學科作業實較香港教師有更深刻的體會，他們所給予的意見及面對的 

憂慮，對香港目前推行校本評核甚具指導作用。 

質疑數學科校本評核的效度和信度 

從 QCA 於 2005 年 11 月就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GCE）和 GCSE 學科

作業所發表的一份回顧報告，7 發現公平性問題是導致英國學科作業失敗的主因。而 

教師對數學科學科作業的效度和信度的質疑則最為嚴重（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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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憂慮（QCA, 2005） 回應方法 

 數學科學科作業的效度和信度 
 評核標準 
 數據處理課業的設計 
 在高中實行數學科校本評核的成效 

 建議從 2007 年 9 月的學年開始，廢除

GCSE 數學科學科作業（QCA, 2006a），

並實行新 GCSE 數學科課程（AQA, 2009） 

 

 

 是 否 無回應 總數 
英文 165 21 5 191 
數學 54 108 11 173 
科學 70 62 6 138 
生物 37 44 2 83 
物理 28 25 7 60 
化學 47 33 6 86 
歷史 121 21 5 147 
地理 134 21 2 157 

資料來源：QCA（2005, p. 33）。 

 

表二數據反映除生物及數學科外，其他學科的教師對學科作業的正面回應都超出

負面回應。而且，數學科的負面回應百分比遠超於生物科，有多於六成（62.4%）教師

認為數學科學科作業並非有效及可信的評核模式（QCA, 2005）。 

難以掌握評核標準 

在 GCSE 數學科加入學科作業時，英國的數學科教師表示，要短期內在數學科 

加入討論、探究、口頭匯報等新的評核模式，實在不是易事。數學教師需要適應以校

本評核的策略來訓練學生的數學思維，而不是只着意要學生尋找問題的答案。此外，

數學教師亦須打破「數學科不容許個人意見存在」和「算術只有對與錯之分，而沒有

中間等級」這些固有思想（Pirie, 1988）。 

質疑數據處理課業的設計 

英國於 2001 年將數據處理課業納入為數學科學科作業的一部分，但從一項有關

14 歲以後的數學教育所發表的研究報告得知，大部分人都質疑數據處理課業的價值，

認為它不能達致鼓勵學生實在地參與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目標，反而促成了學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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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自然的方法去分析和詮釋數據（Smith, 2004）。研究小組同意這觀點，並因而在 

報告中建議課程減少數據處理的元素，將重點放在代數及幾何推理這些核心的數學 

能力教學上；將數據處理與其他學科如生物和地理科結合，以訓練學生數據處理方面

的能力（Smith, 2004）。此外，2005 年 11 月 QCA 就 GCE 和 GCSE 的學科作業所作

的回顧報告亦指出，寫作是數據處理課業中的重要元素，會令算術雖優但寫作較弱 

的學生表現欠佳（QCA, 2005）。而數據處理課業的形式「過於開放」（“too open- 

ended”）（QCA, 2006a, p. 2），持續進行會令學生感到課業沒完沒了，十分沮喪（QCA, 

2005）。 

參考過考評局出版的課業樣本可發現，香港的數據處理課業與英國的不盡相同。

香港的課業題目已提供了需要分析的數據，學生毋須自行搜集，因此只會就數學知 

識、數據處理技巧和數學溝通技巧方面評核學生的能力。相對於英國讓學生選取有 

興趣的題目並自行收集數據探究，香港的做法省時省力，且能較容易控制學生的答案，

但學生沒有參與整個數據處理過程，這與其課程目標背道而馳。當局在提倡校本評核

時一再以數據處理課業為例，指出校本評核考核學生的內容不再局限於公開考試，能

提供較多時間讓學生進行探究及分析，但所附的題目，對學生來說往往只是個似是 

而非的假設處境，而不是學生有切身感受或有興趣的議題。一道道只要「循規蹈矩」

便可解決的題目，亦不能達致探究的目的，學生只需依循既定思考路線作答便可。 

如此校本評核讓人感覺與公開考試無異，不同之處只是學生有更多時間作分析和思考

而已。當然，規範學生的思路能為教師帶來評核的方便，但指導性強的題目卻會窒礙

學生的獨立思考，未來評核課業應在這方面作適當的平衡。但願香港在參考過英國的

經驗後，小心實行數據處理課業，不要徒有分析數據之名，而沒有生活應用之實。 

質疑在高中實行數學科校本評核的成效 

英國 QCA 於 2005 年的調查顯示數學科教師與其他學科教師對學科作業的態度 

存在很大落差（見表二），認為有必要對數學科學科作業再作仔細及深入調查，以 

研究數學科學科作業可否繼續進行。因此，QCA 在 2006 年 4 月至 5 月期間，分別以

網上諮詢及直接郵遞方式，收集了教師和學生對在數學科進行學科作業的意見。調查

收到 1,607 位教師回應，以及 21 所中學合共 2,275 份學生問卷。數據反映大部分教師

都贊成在 2007 或 2008 年度起刪除所有數學科學科作業（見表三）（QCA, 2006a）。 

學生方面，有接近八成（79.0%）高年級學生認為考試是評核數學能力的最佳方法，

支持度遠比低年級學生為高（見表四）。而無論是甚麼年級的學生，都認為數學科 

學科作業沒多大趣味，大部分高年級學生都不樂於完成數學科學科作業（見表五） 

（QCA,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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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8  

2007 2008 
選項 

頻次 百分比 頻次 百分比 
保留所有學科作業 99 6.2 91 5.7 
刪除數據處理部分 327 20.3 277 17.2 
刪除所有學科作業 1,092 68.0 1,142 71.1 
無回應 89 5.5 97 6.0 
總數 1,607 100 1,607 100 

資料來源：QCA（2006a, p. 6）。 

 

 

層級（百分比） 
選項 

基礎級 中級 高級 
總百分比 

考試 54.2 68.4 79.0 71.0 
學科作業 42.3 29.7 19.3 26.8 
缺失數據 3.5 2.0 1.7 2.2 
總數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QCA（2006a, p. 8）。 

 

 

層級（百分比） 
選項 

基礎級 中級 高級 
總百分比 

比較有趣 29.4 24.9 19.4 23.0 
比較沒趣 30.8 40.5 46.8 42.2 
同樣有趣／沒趣 37.8 33.4 33.2 33.7 
缺失數據 2.1 1.2 0.6 1.1 
總數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QCA（2006a, p. 8）。 

 

香港的課程設計者認為，現時小學至初中的評估內已有多元化的校內評估活動，

伸延至高中亦應配合採用多元化的評核方式。但從英國的調查可見，愈高年級的學生

愈抗拒學科作業，縱使數學科學科作業已在高中實行多年，但 QCA 亦不得不順應教師

與學生意見，在回顧報告上建議於 2007 年 9 月的學年開始，廢除 GCSE 數學科學科 

作業（QCA, 2006a）。故此，香港有關當局應慎重考慮是否必要在高中實行數學科 

校本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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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GCSE 數學科課程 

面對以上種種質疑與憂慮，英國決定於 2012 年 9 月的學年開始，實行新 GCSE 

數學科課程。新課程要建立學生的「實用技能」（functional skills），這與學科作業的

主張差不多，都是旨在發展學生的數學思維，培養他們表達、分析、篩選和詮釋資料

的能力，改變從前直接考核學生數學知識的模式（AQA, 2009）。不過，新課程卻不 

採用學科作業為評核模式，相反是採取傳統的筆試為評核方法。其實，英國當時推行

學科作業亦是想避免傳統筆試的弊端，但無奈最後在眾多反對聲音下放棄推行實施 

已久的學科作業，這為香港推行校本評核帶來更多反思的空間。香港有關當局應就此

仔細思量，用心權衡校本評核的利弊輕重。 

澳洲昆士蘭州校本評核 

澳洲各州所採用的校本評核評分調整機制都不盡相同（Mercurio, 2008）。昆士蘭

州採用外部調整校本評核的機制（externally moderated school-based assessment），至今

已達數十年之久。機制的運作是先由當地教育決策機構（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QSA）提供各學科的課程指引，讓各學校按指引自行設計合適的課程及工作研習程序

（work program/study plan）。撰寫好的工作程序會提交給 QSA，由相關學科的地區及

州分評審小組進行審批（work program approval），獲通過後便可在學校實行。 

當課程進展至大約一半的時候，即第 11 級完結前，學校需要呈交學生在第 11 級

所做的課業到 QSA；其後，QSA 會將課業分發到各個學科的地區評審小組進行監測

（monitoring），以了解教師能否準確拿捏評核準則，並檢視學校去年對學生所作的 

評分是否恰當，以此維持各地區評核標準一致。評審小組在監測後會給予學校回饋。

學校須在及後的校內討論上參考這些回饋以調整之前所作的評核。學校可在收到回饋

後與評審小組討論，亦可要求教師以觀察者身分參與監測評審會議（QSA, 2005）。 

由此，教師便能對評核有更深入的了解，有助其專業發展（QSA, 2009）。 

及至第 12 級，評審小組會按課程描述的評核標準核證（verification）學校對學生

水平所作的評級。學校須按各學科的要求呈交「核證學習歷程檔案」（verification folio）

（QSA, 2005）。數學科方面，學習歷程檔案必須包括學生在第 12 學年所作的至少 

4 項課業，當中要有至少 1 項關於延伸建模及解難的課業或報告。此外，學習歷程 

檔案亦須包含 4 至 10 項總結性評核的課業 （QSA, 2008）。各地區核證完畢後，便將

課業遞上昆士蘭州評審小組作比對（comparability），以確保州內各個學科內部的評核

標準水平一致（QSA, 2005）。 

學生在核證階段呈交的「核證學習歷程檔案」未包含所有課業，如就數學科而言，

課程指引規定至少要有 1 份課業在核證程序後完成，故此 QSA 會安排地區及州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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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小組主席，以及一些負責評核的官員，在收到學校對學生所作能力水平評級之後、

學校列印畢業證書之前的時候，為學生的學習歷程檔案進行最後確認（confirmation）。

在學生取得畢業成績後，QSA 會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檢證各科所作的評核。

總括而言，澳洲昆士蘭州的校本評核運作模式是先由考試局審批各學校自行設計的 

工作計劃，然後進行監測、核證、確認等程序，及後再隨機取樣作最後檢證，詳見 

圖一。 

 

 

 

 

 

 

 

 

 

 

 

 

 

 

 

 

課程發展 
架構 

學科諮詢 
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
評估、調整 

及認證委員會 

課程發展 

審批工作 
計劃 

學 校 

評審小組 

提交工作計劃予以審閱 

工作計劃將在第一學期推行 

監 測 
學 校 

評審小組 

準備予以監測的課業與文件 

於 12 月發給 QSA 地區部門 

核 證 
學 校 

評審小組 

準備予以核證的課業與文件 

於 9 月發給 QSA 地區部門 

確 認 
學 校 

學生成績證書

建議畢業生的成績水平 

於 11 月發給 QSA 

於 12 月發給 QSA 地區部門 評審小組 
隨機取樣 

學 校 準備隨機取樣的資料 

QSA 

校本評核 

資料來源：QSA（2005,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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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蘭州校本評核的優點，在於其校本課程。學校自擬課程內容、學習目標

及評核計劃，不但能因應校情，讓學校充分發揮其資源及設施，亦能更體貼地照顧校

內學生的程度、興趣和需要（QSA, 2009）。此外，教師與政府之間的緊密合作和溝通

亦是致勝的因素。要學校有信心實行自擬課程及進行進展性評估，並確保學生能在 

學期末時達到畢業水平，實有賴有關當局在過程中持續給予支援與指導，以建立教師

的專業和信心。另外，昆士蘭州限制了監督下的測驗在評核上的壟斷性，確保報告和

延伸建模及解難課業為校本評核的必然部分，亦能有效實現校本評核多元化的理念，

讓學生能以不同形式展示其對數學科的理解。 

表六概括了澳洲昆士蘭州回應上部分所述各種憂慮的方法。它們對於香港實行 

校本評核甚具參考價值。 

 

香港及英國教師的憂慮 澳洲昆士蘭州的校本評核模式（回應方法） 
 擬題方面的憂慮 

（題目形式及深淺） 
 進行一系列質素保證程序（quality assurance processes），

在過程中，考試局會與教師緊密磋商，給予回饋，為教師

提供意見 

 批改方面的憂慮 
（難以掌握評核標準） 

 各地區的評審小組會監測各學科課業，以了解敎師能否 
準確拿捏評核準則和教師評分是否恰當，及後更會給予 
學校回饋 

 評審小組亦會按課程描述的評核標準，核證學校對學生 
水平所作的評級，確保州內各個學科內部都有評核學生 
水平的一致標準 

 質疑數學科學科作業 
的效度和信度 
（公平性的問題） 

 提供不同水準的學生課業樣本給教師作具體參照 
 舉辦工作坊培訓教師 
 在網上提供支援的素材 
 進行內部及外部評審 

 質疑實行數學科 
校本評核的成效 
（校本評核與 
公開考試無異） 

 100% 以校本評核方式評核學生 
 學生須提交學習歷程檔案（portfolio），當中包含學生在

學習期間所作的課業，用以為校內評分及校外調分作記錄

和憑證。各學生的學習歷程檔案所包含的東西不必相同，

只要能夠以同一標準進行評核即可 
資料來源：Maxwell（2004）; QCA（2005）; Rolph & Jordan（2010）。 

 

上述昆士蘭州的種種做法，顯示出當地教育決策機構及學校均能有意識地共同合

作，建構具本土特色的數學「校本評核文化」，這對當地數學校本評核的成形、推行

及發展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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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了解過英、澳兩地實行校本評核的概況後，我們發現兩地面對相同的憂慮，不過

採取不同的回應方法，因而得出不同的結果。在討論香港應採取甚麼方法回應教師的

憂慮前，我們想回到基本，反思校本評核是否有需要在數學科實施的問題。英國的 

經驗告訴我們，在高中實行數學科校本評核的成效不大，教師與學生中都有很多反對

的聲音，那麼香港是否有推行的必要呢？ 

雖然新高中校本評核的效果還屬未知之數，但眼見英國 GCSE 學科作業出現種種

問題，香港若要實行，便必須汲取當中教訓，並參考澳洲昆士蘭州校本評核運作模式。

此外，有關當局亦要積極回應教師的憂慮，特別是如何處理校本評核公平性的問題，

使能順利實施，從而提升教與學的效能，讓教師和學生都得益。以下是一些可行的建

議。 

要注意整體的發展與配合 

英國和澳洲的經驗顯示，數學校本評核的一個可行發展模式是：教育決策機構 

從上提供框架及協調，而學校則從基層發展校本課程及校本評核的文化，上、下兩者

並行互動、相輔相成。這種發展模式對香港而言並不陌生，正如學者黃毅英、顏明仁、

霍秉坤、鄧國俊、黃家樂（2009）所指出，香港過往的數學課程發展雖然由教育部門

「中央監控」，但亦採取「漸進發展」的課程發展模式，因應時勢，有序地推行數學

課程改革，而且以「吸納政治」的技巧，引入民間力量和聲音，着重與教師團體的互

動。他們又指出，在推行革新時必須思考以下五方面：（1）課程發展策略要因應時勢

發展；（2）須因地制宜；（3）雖由上而下，但仍給予自主空間和彈性；（4）容納民

間聲音；（5）探討權力下放的可行性以回應時代需求。由此觀之，上述發展校本課程

的模式與香港沿用的模式可說是兼容契合的，而這五方面亦是長久發展校本課程及 

校本評核文化應注意之處。然而，在起步階段，香港的教育決策機構與學校更要注意

以下兩個問題： 

1. 如何將校本評核的理念及文化透過實踐引入香港的中學？ 

2. 如何透過課程發展與專業互動令校本評核得以推行？ 

就第一個問題，當局應該注意到這次評核改革所牽涉的，是教學文化的轉變而非

只是評核形式及技術上的修改；問題早在 20 世紀 90 年代的目標為本課程已經顯露出

來（林智中，1996）。考核是課程的重要環節，特別是在香港這一深受儒家文化影響

的地區（Lee, 1996）。故此在推行改革時，單純把評估看作技術及行政問題來處理，

必然引起種種實施問題。除了行政上的配合外，還應注意教學進路上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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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養學校的校本評核文化，應從初中做起。眾所周知，數學的發展與學習是由

具體而抽象，由動手到動腦，再綜合、推廣和應用的（蕭文強，1978；Simon, 1995），

因此，數學的學習與評估亦應該以此為依據作同步發展。先在初中的數學學習與課程

內容上，加入數學校本評核元素，以需要動手落實的「小分析調查」、「專題研習」

或「小研究」發展學生的數學學習及共通能力，這樣，高中「以評估促進學習」的數

學校本評核便是既自然又順理成章的事情，而非因為高中要有數學校本評核，便「臨

時」要在數學課程內「加插」一大堆東西來「應景」了。另外，澳洲的經驗告訴我們，

從整體着眼，培養數學的校本評核文化對發揮校本評核的效益有決定性的作用，故此，

從初中開始發展校本評核應該是一個長遠而可行的方向。這樣，整體的校本評核文化

才能成形，校本評核的效益才能得以彰顯。事實上，過往的課程改革經驗均顯示需要

恰當的學校文化配合（Hargreaves & Shirley, 2009），在香港中學數學科推行校本評核

也不例外。至於第二個問題是個複雜的問題，下文將分段討論。 

鼓勵專業互動及培養校本評核文化 

首先要理解，在推行數學校本評核時，專業互動的最重要參與者之一是數學教師。

目前香港數學教師對新高中數學科校本評核的考核形式、題目內容以至評核標準等都

毫無概念，需要有關當局及課程設計者提供框架、指引及範例，幫助他們逐步適應，

進而掌握並有效演繹、推行校本評核的理念。教師很可能認為，發展課業例子是幫助

他們掌握評核過程的重要法門，但現時課業樣本的數量卻嫌不足。但誠如考評局所言，

要解決這問題，關鍵在於讓教師都能掌握和理解如何選取適當材料來擬定評核課業，

從而擴大出題的基礎，增加互享資源。要達到上述目標，首要的是為教師提供專業 

培訓，消除教師的焦慮與不安，讓他們對校本評核的理念和模式有充分認知，從而有

信心自主擬題及評核，逐漸成為課程研究者和課程發展者。 

要「培訓」教師掌握和理解如何落實校本評核，並不是簡單地舉辦一兩個短期培

訓班，教授教師「出校本評核卷」、「改校本評核卷」或改寫幾個「試題樣本」這麼

簡單（林智中、張爽，2008；Darling-Hammond & Bransford, 2005），而是培訓教師 

掌握和理解如何為學生設計校本評核所提倡「動手、研習、報告等學習經歷」，亦即

切切實實地培訓教師怎樣籌劃多元化的數學學習經歷，再根據學生的已有學習經驗構

作相應的評核項目。最後利用所得，評核學生數學學習及共通能力的發展並回饋學生。

亦只有這樣，數學校本評核所引發的最基本專業互動（師生互動及學生互動）才能完

全顯示其效益。這也就是新高中《數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所期望的教

學文化轉變：利用校本評核為學生和教師帶來正面的「倒流效應」（positive “backwash 

effect”）（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2007；Biggs, 1994, 1995, 1996）。營造成功經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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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教師實施改革的能力和信心的要素（林智中、張爽，2008），而成功經驗是不斷

前進的最大動力。 

「循序漸進」、「由小而大」是課程改革的原則（Fullan, 2001），這對教師及 

學生互動地發展數學評核課業亦是適切的。從初中開始，發展動手的、較簡單的校本

評核課業，一方面可讓學生習慣評核模式，培養校本評核文化；另一方面又可讓教師

及學生從中累積經驗，以發展新高中的評核課業，這是專業互動的第一步。 

至於專業互動的第二步，是鼓勵教師團隊積極互動協商、分享資源、交流心得

（Darling-Hammond & Bransford, 2005），進而發展出成熟的數學校本評核。它要求將

長久以來一試定生死的「應試文化」，改變為採用進展性評核的「校本評核文化」。

這是一種文化的轉變，涉及教學環境的轉變及教師信念的轉變，是個「細水長流」的

過程。只有鼓勵數學教師專業互動，並持之以恆，改革才有望達成。 

支援與溝通 

培養校本評核文化涉及教學和角色的改變，教師工作量必然大增。因此，教育 

決策機構除了提供專業培訓外，持續支援亦相當重要，而這就是專業互動的第三步。

以澳洲昆士蘭州的校本評核為例，教育當局與數學教師之間緊密磋商和回饋的過程，

是數學校本評核能成功推行的關鍵。這模式不單能提升教師評核的信心，積極承擔有

關責任，亦能讓教師有更多參與感和擁有感。但這些都需要時間來慢慢建立。從訪問

得知，大部分教師都認為需要至少兩至三年時間試行校本評核的運作模式，待運作暢

順後才有信心實行。否則，教師對校本評核充滿疑惑，又如何為學生提供教學支援；

這樣會大大減低評核的公信力，對學生來說絕對不是好事。政府在推行新高中課程 

時，採取了一刀切的形式，硬性規限所有學科均須按官方所訂的課程和評核框架，這

種政策應要改進。教育當局應改變這種從上而下的方式，轉變為「支援與溝通」。 

另一方面，學校對數學教師的實質支持（例如課時的編排及政策的配合），對 

數學校本評核將會有立竿見影的效益。故此，假如當局及學校能就校本評核的運作等

方面與教師有更多溝通，彼此協調與支持，相信假以時日，在新高中數學科推行校本

評核必能看見曙光。 

發展校本課程 

澳洲昆士蘭州校本評核的可借鑑之處，在於其校本課程的配合。發展校本課程是

專業互動後邁向目標的一步。理想的情況是學校按有關當局設定的標準和原則，自行

設計課程內容、教材和評核課業，賦予前線教師更大的自主性，而非由當局出題、以

劃一試卷或課業考核學生的水平。這做法能貼近校情，讓學校可就其自身資源、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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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及興趣，以及教師的教學模式等教授和評核學生。雖然不同學校的學生因而會 

完成不盡相同的評核課業，但由不同持份者組成的評審小組，卻會按一致標準來評定

學生的水平。這比劃一的課程設計和劃一的評核課業，更能回應各學校的不同需要。

澳洲昆士蘭州方面認為，如果校內評核與校外評核同時存在，而校外評核又比校內 

評核重要的話，校內評核便會受校外評核所阻撓，只有廢除校外評核才能讓校內評核

的果效得以彰顯（Maxwell, 1997）。一直以來，香港實行中央集權式的課程發展系統

（Morris & Adamson, 2010），校本課程發展規模很少（Lam & Yeung, 2010），在制度

上和文化上均與昆士蘭州的狀況很不一樣。不過，香港的中學仍可利用為學生布置 

校本評核所提倡的「動手、研習、報告等學習經歷」為起步點，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

發展合適的數學校本課程，以鞏固學生的校本學習。這樣，校本評核才有意義；校本

評核的文化才能生根，才會開花結果。 

看到澳洲的「可取經驗」，審視過英國「失敗」的模式，香港數學校本評核發展

應該何去何從？至此，我們相信讀者應該有了一個比較清晰的看法。當然，香港的 

學制改革不能硬套澳洲的模式，而且，即使澳洲亦有需要改進之處。Stillman（2001）

便指出，澳洲高中數學科實施的是一個模仿及應用為本的課程（modeling/application- 

based curriculum），推行校本評核，是希望學生能在課堂以外，不用教師的輔助或 

監控，自行探究解題策略。可是，在落實進程中，數學教師擔心在沒人監管下，學生

會否「請槍」，評核是否可信？結果，教師需要監察學生完成課業，而這極可能會 

妨礙學生的解題構思（Stillman, 2001）。故此，香港在推行校本評核之初，還需按部

就班，先以監管的模式，從初中開始進行，以培養校本評核文化。相信所走的路會是

漫長，有關方面必須作全面周詳的考慮，顧及自身的文化處境和改革空間，並要提供

充足時間，讓學校、教師、學生甚至家長等作好準備。 

結 語 

數學校本評核的價值在於能夠彌補筆試的不足，評核學生一些難以在統一筆試中

表現的能力；亦能提供學生機會就某一範疇進行深入研究，讓學生對自我的學習負上

更大責任（QCA, 2005）。這些理想的目標，在實行時往往會出現不同程度的落差。 

英國推行數學科學科作業的路途崎嶇、顛簸，縱使對課業模式及比重作了多番修訂，

最後亦不得不在噓聲中黯然退場；課程只得又回到過去，以百分百校外評核的筆試 

模式進行考核。香港要成功實行數學科校本評核，必須參考英國實施學科作業的歷程

並引以為鑑，同時汲取澳洲可取的經驗，作合時、合理的持續發展，方為上策。目前，

我們可先從初中做起，發展校本課程改革，讓學生有動手、研習、報告等多元化的 

校本數學學習經歷，並設計合適的評核活動，使他們得益。當然，各方還要正視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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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學生的工作量，就課程及校本評核的種種問題，積極作出相應的配套及支援，

以紓緩教師與學生的壓力。長遠來說，這種新的改革將帶來新的數學教與學文化， 

從而促進新的數學課程改革。亦惟有這樣，各方才可攜手邁進，發揮數學教育的最大

效益。 

註 釋 

1. 研究顯示，澳洲昆士蘭州所實行的校本評核方式較該國新南威爾士州、英國及蘇格蘭

的公開考試制度準確。在此模式下評定為優等的學生的百分比，多年來大致相若，比

公開考試擁有較高的一致性（此研究包括 10 個學科，數學科是其中之一）（Stanley & 
Tognolini, 2008）。 

2. 本文中，「評估」與「評核」互通。 
3. 這研究的對象為 2009–2010 年度任教新高中數理相關科目的教師。研究分兩階段 

進行，第一階段通過電郵和焦點小組訪談，以開放式問題向香港數理教育學會的會員

徵集在新高中教學遇到的困難。第二階段則就前階段發現的問題範疇設計問卷題目，

於全港十八區進行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問卷調查。每區抽樣約

10 所中學，當中包括至少一所官立中學，其餘則按比例選出資助、私立、直接資助、

按位津貼學校。問卷於 2010 年 5 月寄給 176 所樣本學校，每所 10 份問卷，截至 2010
年 7 月，共有 68 所學校寄回問卷，回收率為 38.6%（鄺偉良、黃志堅、張錦華，2010）。 

4. 香港教育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於 2009 年 6 月進行了問卷調查，隨機向 120 所中學 
（約佔全港中學四分之一）派發問卷，邀請數學科教師填寫（Lam & Chan, 2010）。

由於每所學校任教該科的教師數量不一，所以填寫問卷的人數亦不一樣。以學校來說，

有七成以上的回覆率。除問卷調查外，研究小組更抽樣選取 19 位前線數學科教師進行

半結構式訪問，以了解學校推行新高中課程的實際情況。 
5. 教育統籌局（2004）於《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 ─ 對未來的投資》中提出在數學

科進行校本評核，教育評議會於 2005 年已有以下回應：「……數學科，並未引入校本

評核，主要原因並非教師或學校不願意改變，而是學科在教學及課程上確實沒有實際

需要引入校本評核。若投放大量資源在這些科目的校本評核，其教育上的成本效益 
實屬存疑」（教育評議會，2005，頁 4）。 

6. 英國數學科國家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包含五個領域的內容，它們是：數和代數，

圖形，空間和度量，數據處理及運用，以及應用數學。 
7. 報告是根據 2003 及 2004 年間，QCA 對多個學科的學科作業所進行的調查而得出的 

結果。2003 年選取了 14 個學科作研究，包括英文、數學、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科學、生物、化學、物理、歷史、地理、藝術與設計、媒體研究、設計與科技。2004
年選取了 9 個學科作研究，包括英文、數學、法文、歷史、地理、心理學、設計與科

技、宗教研究、生物。研究方法是先郵遞問卷至抽樣選取的 265 所英格蘭、威爾士和

北愛爾蘭的學校，然後再與 47 位教師和 460 位學生進行跟進訪問，以及與 400 位學生

家長進行電話訪問。收回的問卷約有 1,700 份，佔寄出問卷總數的 75%（QC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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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NSS) education reform. Although there is yet to be a timefram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thematics SBA,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Mathematics 
teachers are anxious about the setting and the suggested assessment of SBA questions. Some of 
them even challenge its effectiveness and fairness. England and Australia are experienced in 
implementing Mathematics SBA. The assessment model proposed in Hong Kong is similar to the 
one implemented in England, and the feature of SBA in Queensland is unique as it is based on  
it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implement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 of GCSE 
coursework in England and SBA in Queenslan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he Mathematics SBA of Hong Kong might be implemented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mathematics assessment; mathematics education; new senior secondary; 
school-based assessment; Hong Kong education reform 


